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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霸权

主义、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全球发

展的不确定性。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

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以“奉行主权平

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

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

倡议。[1]2025年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

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设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

献”。[2]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为构建更加公正

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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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公共产品。全球治理倡议并非无源之水，其

深厚的文明底蕴根植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历史

实践之中。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中华文明的“连续

性”构成了其独有的特质。在五千余年的文明史

中，尽管这片土地上王朝更迭、疆域变迁，但其

文明内核却展现出惊人的稳定性和延续力，成

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生性文明，

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独特的“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为人类处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

共存积累了现实经验。这种“多元一体”文明结

构及其形成机制，对全球治理和文明秩序调整

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费孝通先生曾发出大问：

“古代中国人究竟是怀有怎样一种人文价值和

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族群和如

此迥异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格

局’的中国！？”[3]404

探究这一文明特质的成因与机制，必须回

到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系统——以儒学为主干

的思想文化传统中贞定其位，即在探讨儒学与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互动关系中有所发

见。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观，

因为它是中国人在漫长的文明史中，生存发展

方 式的经验 和智慧 结晶。它 在 历史中积淀而

成，在史前信仰、商周礼仪、先王传说等漫长

孕育中，族群的融合与儒学相互构建、滋养，

在与道、释、墨、法等诸子思想的互动中，全面

渗透于民众生活、学术传承与国家治理中，凝

练出独特的“多元一体”文明框架。这种结构

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样貌，更在民族融

合、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智慧经验，对全球治理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基于此，本文尝 试 探讨儒学如何作为一

套具有强大感召力与整合力的价值系统，通过

“天人合一”“大一统”“和而不同”等核心机

制，在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中

所发挥的作用。进而，以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

为指引，系统阐释上述历史经验对当代全球治

理的启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共

生智慧对于全球治理的当代价值。

 二、文明演进中生成的人类生存
发展智慧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轴

心文明理论为我们认识文明与社会形态的演变

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框架：即文明演进到一定阶

段，会导致人类不同族群终极价值追求的普遍

观念（亦称超越视野的突破）的出现。人的行

为受到这些普遍观念和价值系统的支配，文明

即在观念、由观念塑造的社会蓝图以及由此推

动的社会行动这三者的互动中展开，形成了推

动文明演进的持久动力。这种演化一方面指向

经验世界的演变，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人类对理

想世界的探索。这些具有超越视野的思想独立

起源，凝聚在各民族的科学、史学、哲学、宗教

经典之中，确立了各民族的文化基本范型，指引

了其后续的文化方向，甚至影响了未经历轴心

突破的其他文明。[4]15-16我们所要研究的儒学与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正对应着这种

文明演变范式。儒学所代表的，正是以“道德关

怀”为超越视野的中国文明。这种以“仁”为核

心、强调“和而不同”、注重“礼”以序人伦的道

德关怀，天然蕴含着包容差异、追求和谐统一

的倾向。儒学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相互

作用，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演进所形成的深层

结构之中，呈现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

存发展智慧。

（一）儒学是中国人生存发展方式经验的结晶

人类文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

要问题始终是如何处理与周围环境、他人及社

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延续至今，并日益凸显其重

要性。儒学正是在应对这类生存关系的实践中

逐渐积累、沉淀并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中国出

土的儒家典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记载：“道

者，群物之道也。”[5]62此处“群物之道”，其核心

在于协调群体内部，如家族、社群、民族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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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奠定了儒学关注群体和谐与秩序的根本取

向。梁启超先生指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

现实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

于此方面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

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和

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

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

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6]3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

原生性文明，儒学实为其思想文化的核心。儒学

并非某家某派的狭隘学术，它源起于远古人类

质朴的生存经验，是全体中国人对数千年生活

经验的系统总结与实践升华。它体现的是一种

综合性的文化体系，一种关于协调人类生存发

展的总括性学说，涵盖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

化艺术及宗教精神等各个层面。正因如此，儒

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自然成为主干或主流。在

其历史脉络中，儒学大致以三种基本形态融入

中国社会：作为伦理规范渗透于百姓的日常生

活之中，作为学术思想构建于学者的理论体系

之中，以及作为政治哲学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

践之中。儒学是一种活态的思想体系，是一种人

类的生存发展方式的表达，是至今仍在不断演

进的文化力量。

（二）族群融合的智慧催生早期儒学思想萌芽

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不同文明相互融合

与吸收的过程。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所言，文化行为虽具多样性但

同样趋于整合。[7]45所谓整合，即协调来源各异

的文化成分，形成共同目标与价值观的过程。儒

学的产生，也经历了这样的整合历程。

在孔子之前，中国文化总体上可视为一种

“礼”的文化。“礼”代表了前儒学时期的华夏

文化整体。从文明演进规律看，“礼”的出现早

于文字，最初是与原始部族生活浑然一体的习

俗，历经千百年代代相传。“礼”并非简单的仪

式动作，它具有表意功能，同时承担着交流与传

承文化的使命。文字出现后，这些习俗被系统记

录，形成“六经”，成为华夏文化有文字记载的

总源头。华夏文化的整合，正是在“礼”的框架

下进行的，而这一整合过程也孕育了儒学基本

观念与核心价值的雏形。学者邹昌林认为：“中

国文化是以自然礼仪为源头，社会礼仪为基础，

政治礼仪为主干的原生文化系统。儒家思想是

对这个系统的全面继承……儒家思想的核心和

精华部分，主要是五帝时代形成的社会礼仪系

统的基础。”[8]210

儒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生存发展方式，

其源头深植于中国古人生产、生活实践的方方

面面，其中早期波澜壮阔的族群融合历史是非

常重要的方面。正是长期的民族融合实践及其

所沉淀的生存智慧，为早期儒学的萌芽提供了

最丰沃的土壤。与古埃及、两河等原生文明相

比，中华文明虽保持了连续性与内核稳定性，

但在形成统一中心之前，亦经历了多元区域文

明同步发展的阶段。距今4000—5000多年前，

中国大地上曾并存着六个主要区域性文明。它

们自进入文明阶段起便相互联系，尤其与作为

中心的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区互动频繁，逐步形

成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文明核心。五帝时代（黄

帝至舜）是氏族部落走向大联盟的时代，也是

由母系向父系转变的社会结构剧变的时期。氏

族联合与个体相对独立性的出现，突破了纯血

缘维系的社会，催生了新的社会组织与关系，也

促使“交接礼仪”的产生。这一时期，形成了以

“别”与“让”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划清了文明

与野蛮的界限。“别”，指“男女有别”、长幼有

序。“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

是非也”[9]2，旨在通过“礼”区分自然差异，使

人脱离动物性，迈向文明。“让”，则指礼让、协

商与调解，防止部落、群体及个体间的相互侵

害，成为人区别于动物争斗、告别野蛮的关键标

志。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由历史积淀所形

成的、以构建社会秩序为旨归的“别”的观念，

以及以促进族群和谐为目标的“让”的精神，升

华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进而内化

为中华文明的深层文化基因。由此奠定了儒学

处理人际关系理论的基石，最终演化为“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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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欲，勿施于人”等忠恕之道原则，成为儒家仁

爱、和平思想的源头。

中华民族在早期族群融合过程中，展现出

一些鲜明特征。一是以华夏为中心凝聚。自黄

帝时代起，华夏文化便成为中心，后续整合皆

围绕此中心展开。二是以和平为主导。融合过

程虽伴随战争，但和平交往是主流。三是冲突

后结成联盟。即使发生冲突战争，战后往往形

成新联盟以化解矛盾，推动联合者受到高度尊

崇。四是文化包容性。冲突结局常走向联合，

各集团作为文化象征的宗庙社稷得以保留并融

合（形成多神格局），孕育着“和而不同”的雏

形。五是形成礼仪系统。集团之间的联合使处

理相互关系成为主要矛盾，催生出社会礼仪系

统，奠定伦理基础。六是规模与层级整合。文

明起源规模宏大，经历了从部落到集团，到更

大联盟的层级整合，为后世大一统奠定基础。

七是形成“礼从俗”传统。融合主要通过文化互

融，而非消灭来实现，尊重并有机整合地方文

化的包容传统。[10]66-68在华夏核心形成过程中，

维护共同文化基础、消弭内部冲突、拥戴共同

首领成为各氏族部落的共同愿望，由此形成了

尊重圣贤榜样的文化传统。

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经历了由部

落向部落联盟的演变，部落联盟之间的融合，

国家的形成，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变迁，最后奠

定形成了中华主体文化的基本格局。在族群融

合、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将各个部落各个联盟

不同的文化协调统一起来，形成具有共同目的

和价值观念的以儒学为主流的思想文化。儒学

经由孔子创立，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主体，

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以观念形

态作用于中国社会的组织蓝图，形成中华民族追

求“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精神动力。

（三）儒学价值理念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的塑造

在观 念与社会 组织相互作用的历史 进程

中，儒学作为在漫长族群互动中淬炼而成的生

存智慧，其凝聚的核心价值体系，对民族融合的

路径选择及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发挥了导向作用，成为塑造这一宏阔政治文化

共同体的关键能动力量。孔子及后世儒家所进

行的哲学化提炼、伦理化升华与制度化设计，

使其成为一套具有普遍感召力、整合力与实践

性的价值系统，引导并制约着民族融合的基本

模式与发展方向。

一是强大的伦理感召力，形成凝聚共同体

的文化心理核心。儒家将“仁者爱 人”“泛爱

众”置于伦理核心，其道德关怀视域超越狭隘

的血缘部族界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连接天

道与人道，“仁”与天地化生之德、人性本体相

通，同时赋予生命“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这

种基于普遍仁爱的伦理观，感召各族人民超越

地方与族群的利益，形成休戚与共的文化认同

感和向心力。

二 是 强 大 的“ 礼”的 秩 序 整 合力，构 建

起和 谐 多元 秩 序的制度 基 石。“克己复礼为

仁”[11]140——儒家礼乐制度超越单纯仪式，成

为协调人际关系、规范社会秩序的普遍准则。

其中蕴含的尊卑等差观念，为构建中央王朝权

威体系及维系层级秩序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与

实践路径。无论中原王朝抑或入主中原的少数

民族政权，皆可依托礼乐框架构建和谐多元的

帝国秩序，有效化纳不同风俗。

三是“为政以德”的仁道政治，形成淡化冲

突的道德权威。儒家推崇“为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56，强调王道非恃霸

力威慑，而重在施行仁政、惠泽百姓、推行礼乐

教化。这极大淡化了征服者与臣服者的严苛对

立，为少数民族领袖主动仿效中原文明、推动民

族文化融合奠定了思想与实践基础。

四是“大一统”的理想与“怀柔远人”的包

容境界，形成“一体”的基础与共生的智慧。儒

学的政治哲学直接为“一体”格局提供了理念

与制度框架：“大一统”的理想与实践确立了政

治整合的根本目标；“修文德以来之”[11]186提供

了柔性的治理策略；“中庸”之道及其辩证思维

赋予儒学极强的适应性与调适能力；“和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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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原则确立了包容多元、尊重差异的共生智

慧，使儒学能广泛容纳地方风俗与宗教信仰。这

种智慧成为中华民族熔铸异质文化的深层文化

基因。

作为具有超越视野的上层建筑观念，儒学

凭借其道义高度与制度理想，通过数千年“德

性政治”的实践，深刻反作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

基础与社会组织，强有力地推动了“多元一体”

格局的最终成型与长期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文

化的形成，经历了从黄帝时代部落联盟的初级

整合，到夏商周三代的邦国体系，直至战国时

期相对统一的华夏共同体意识确立，长达数千

年的复杂融合过程，其间多次出现民族融合高

潮。而儒学价值理念则在这一漫长历程中，持续

提供着维系认同、规范秩序、引领方向的精神

动力，在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儒学从其诞生之初，便是一种关

于如何协调群体差异、构建和谐秩序的生存发

展智慧。这套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经过长期检

验的价值体系，其所蕴含的处理“多”与“一”

关系的原理，无疑对今天思考全球尺度上的治

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
的核心机制

   

承前所述，中华文明的早期文化积淀主要

体现为“礼”文化。文字产生后，《六经》作为

“礼”文化的系统记载，成为有文字记载以来

的中国文化源头。孔子删订《六经》，通过重构

“礼”的精神内核“礼义”，创立“仁”学，将上

古至三代的礼乐文明系统转化为儒家思想体

系。在“天人合一”的视域下，“仁”的创立连接

了人性与天德，“礼义”的阐发则将人伦秩序与

天地之理相贯通。此后，历代后学结合时代实

际的不断阐释与创造性转化，在治国理政、学术

思想、生活实践三个层面，形成了维系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格局最核心的理念与实践机制。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整体世界观

的塑造力

“天人合一”的思想，既是中国人认识宇宙

的宇宙观，也是理解世界的世界观。它深刻体

现了中华民族对宇宙本质、人与自然关系以及

族群间关系的认识：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有机

整体，万物相互联系、彼此依存，人是自然的

组 成部分。这种宇宙整体观也深刻影响着族

群关系认知，即每个个体、每个民族均在与他

者的互动中确认自身价值，因此民族间应建立

和谐共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天人合一”

思想将自然秩序（天道）与人间治理（王道）相

贯通，形成了一种超越特定族群的“天道—王

道”政治合法性认同框架。《尚书》提出的“皇

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政权合法性取决于

德政而非血统，这为不同民族成员平等参政议

政提供了根本依据。北魏孝文帝以“绍天明命”

（继承、彰显天命）为由推行汉化改革，正是通

过承接“天道—王道”的合法性框架来确立统

治正当性的典型例证。这一宇宙观使中华民族

的融合进程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或武力整合，升

华为追求“天地人”和谐共生的文明体系建构。

儒学将民族关系纳入宇宙秩序的整体性思维，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层的、具

有神圣性的文化资源。这种将部分与整体视为

有机生命的宇宙观，为超越民族国家本位、从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思考全球治理提供了深远

的哲学启示。

（二）“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与“天下”观

的包容摄受力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2]12“大一

统”思想来自六经之一的《春秋》，是儒学外王

学说的核心价值理想，其目标在于确立社会制

度与社会秩序的终极合理性。“大一统”思想为

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国家建构，构建了一套以政

治整合、文化认同、天命（德政）合法性为支柱

的统一机制。

一是制度同构与政治整合。“大一统”的核

心实现路径是通过规范治理实现中央集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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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管理，如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从而有效打破地域割据与族群壁垒。其目的在

于建立统一的制度，以实现社会秩序的整合统

一。二是文化包容与价值认同。“大一统”的本

质，是以文化认同超越狭隘的血缘界限。儒家

主张“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强调文化向心

力。通过广泛推行科举制度、普及礼乐教化，使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成为多民族

共同遵循的精神纽带。“大一统”最终的归宿，是

“统”于人心归向，即统一于儒家倡导的“仁”德

境界。三是天命叙事与德政合法性。“大一统”

将政权合法性与德治实践紧密相连，构建起“以

天命所归为合法性、正统传承为连续性、民本为

基为认同性”的政治治理结构。“大一统”思想

通过制度规范与德化认同的辩证统一，在历史

中塑造了中华文明这一超大规模共同体存续的

核心基因。它为不同族群、政权在共同秩序框

架下和谐共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超越了

依赖纯粹武力征服的模式。这一机制既避免了

欧洲式封建分裂，又成功构建了“疆域统合、文

化融合、命运与共”的民族融合路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13]463所蕴含的儒家“天下观”，是超越具体

国家疆界和族群地理空间的宏大概念。它以文

化认同和道德感召为核心内容，形成了一种“差

序包容”的治理原则——即以华夏文明核心区

为中心，依据文化礼义程度形成由近及远的“华

夏—诸夏—夷狄”多元一体结构，并以“德”与

“礼”为感召力量推动边缘向中心的文化趋近

与认同深化。

“天下观”与“大一统”思想相互贯通、彼

此强化，“大一统”是实现“天下”秩序的政治

理想与实践路径；“天下观”则为“大一统”提

供了超越族群疆界的文化包容性的哲学文化理

念。二者的互补与互动，共同生发出强大的包

容摄受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

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与理论支撑。这种基于文

化认同而非武力征服的整合模式，与全球治理

倡议中强调“主权平等”与“多边主义”的精神

内核深度契合。

​ （三）“华夷之辨”与“用夏变夷”的文化

认同机制

在民族互动与融合的历史实践中，儒家形

成了“华夷之辨”与“用夏变夷”的文化认同机

制。《春秋公羊传》提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

诸夏而外夷狄”[14]378的观念，即“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突破地理、血缘、族群的束缚，以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5]19，

将是否践行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标

准。孟子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

也”[16]114，即“用夏变夷”，强调通过主动的道

德教化，推动边疆族群接受儒家伦理与制度文

明，在族群的交流融合中实现文化涵化而非武

力征服。通过文化标准替代种族壁垒，承认多

元，维护“因俗而治”，避免强制同化造成的文

化断裂；通过互相交流学习形成向心认同，使

礼乐文明成为联结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

纽带，促进民族文明进步，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下

动态的文化认同机制。这种以文化而非种族为

标准的动态认同观，为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明

体通过相互尊重和学习达成共识，提供了古老

而富有生命力的范式。

​（四）“和而不同”与“中和位育”的认识论

基础​

儒学“和而不同”与“中和位育”思想共

同构成中华文明处理民族关系的哲学认识论。

“和而不同”以差异互补性为核心，主张“和

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因异质互动而创生，

反对强制同质化。[17]284其辩证逻辑延伸至政治

实践，如孔子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

是以和”[18]1239，形成尊重多样性的治理原则。

“中和位育”则上升为宇宙法则“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9]798，强调在差异中寻求动

态平衡——“中”规避极端，“位”使各要素各

得其所，“育”促成整体共生繁荣。这些哲学

理念为“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即

在统一秩序内部，承认区域经济模式、方言习

俗、信仰差异的合理性，历代王朝通过“因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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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践行此原则；在文明比较维度，区别于罗马

帝国取缔异教的强制同化模式，中国更以“修

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9]187的治理

原则，在“一体”框架下维系文化多样性，形成

“各安其位而相通，各守其俗而相济”的稳态

结构。

“和而不同”与“中和位育”的辩证统一，

不仅为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哲学基

础，同时又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本

质，既是政治实体，更是文明差异共生、动态平

衡的自然结果。这一哲学思想，为全球治理倡议

选择“多边主义”路径、尊重文明多样性提供了

最深厚的认识论基础。

（五）“仁治”与“礼治”并用的伦理秩序​​

孔子以“仁”为儒学的核心，作为最高道德

总则。“仁”的内在表现为“爱人”，拓展为“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11]180的“恕”道和“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1]98的“忠”道。在此基础

上，儒家学者创建形成了由“生”到“仁”的一系

列伦理道德规范，用以指引人类生存发展，从而

使“仁”成为各个民族、全人类的普遍伦理价

值，为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构建起超越血缘部

族界限的普遍伦理情感基础。

“礼治”作为外在的制度、仪式性规范体

系，为社会提供了秩序规范。其目的在于“节民

心、定亲疏、别同异”。“礼”体现着“仁”的内

涵。“礼治”主张通过教化引导人自发性内化规

范，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如孔子所言：“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58“仁”提供情

感纽带和道德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力；“礼”提供

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与社会秩序规范。二者结

合形成兼具道德感召力与制度稳定性的秩序塑

造力量，有力促进文化价值共同体的塑造，成为

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伦理秩序。“仁”

与“礼”的相辅相成，启示我们全球治理既需普

遍伦理价值的情感基础，也需具象化、可操作的

规则体系，二者缺一不可。

​​（六）“德政”与“民本”的政权合法性基础​​

中国古代于早期便已形成诸多治国理政思

想，这些思想记载于《尚书》《周礼》等古代经

典之中。历经尧、舜、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周公等圣贤的传承积淀，以及后世的实践与阐

释，构建起以德治为主导、重视民生治理、运

用礼乐教化民众的治国理政传统，将民心向背

提升至政权合法性存续的根本依据。这一治理

思想既揭示了社会治理的普遍规律，又彰显了

“民惟邦本”“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大同

世界”[9]298等崇高的政治文化理想，对中国各民

族乃至世界各民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确立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19]27的

治理原则，促使王朝统治，包括边疆民族政权，

需通过施行仁政、关注民生、维护文化伦理来

赢得政权的合法性。“民本”思想则衍生出推动

经济稳定发展等一系列利民、惠民的治国安邦

举措。将政权合法性与民生福祉紧密连接的治

理思想，对于思考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来源——

是否真正服务于全人类共同福祉——具有根本

性的参照意义。

（七）凝聚共识、包容差异的文化基因

儒学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在历史进

程中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层的文化基

因。这一文化基因的特征集中表现在“凝聚价

值共识”与“包容文化差异”两个方面。

一是儒学通过构建普遍性的道德伦理，为

多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价值基础。儒学以“仁”

为核心，主张从血缘亲情（孝悌）推及社会、万

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1]438，最终形成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共同体伦理，使不同民

族在“仁”的框架下建立起道德认同。如“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将个体命运与共同体

存亡相联系。历史上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行

为，体现了儒学责任伦理对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作用。“大一统”思想为多民族政权，如元、清

提供统治合法性依据。少数民族统治者通过尊

孔崇儒、推行科举制度等方式，主动融入儒家

政治文化体系。

二是建立起承认文化差异的包容机制。历

代王朝践行儒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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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宜”的理念，施行包容性文化政策，在保持

儒家核心价值的同时，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儒学

通过书院、科举制度等教育体系向边疆传播，同

时汉族文化也大量吸收少数民族文化要素。如

赵武灵王施行的“胡服骑射”，伊斯兰教的本土

化，儒家伦理与藏传佛教的融合等，均体现文化

双向调适。中原与边疆的茶马互市、屯田开发，

形成互补性经济网络，为文化共生提供物质基

础。新中国成立后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亦

体现着“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 

儒学所具 有的“价值共识凝聚”与“文化

差异包容”功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历史过程中，在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既凝聚核

心价值又包容文化特殊性的双向机制，正是构

建具有韧性与活力的全球治理文化生态的关

键所在。

 

四、儒学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对全球治理的启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展现了中

华文明处理多元与一体关系的深邃智慧。其核

心理念与全球治理倡议高度契合。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的成功实践及其儒学内核，体现着

这一倡议的深厚文明根基的重要方面，为构建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携手迈向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主权平等”与“王者无外”[14]10的文化

精神贯通

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是确立国家间交往

的基本伦理准则，即首先强调“主权平等”，主

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全球治理中

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一现代国际

法原则的精神内核与儒学所倡导的“天下观”及

“夷夏之辨”等意识有着深层的文化共鸣，这

种共鸣并不是简单的理念等同，而是中华文明

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王者无外”的德性伦

理，它为当代人理解主权平等提供了独特的文

化心理基础。

如前文所述，儒学“天下观”并非一个强调

排他性疆界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无外、包容

的文明秩序空间。《诗经》所言“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理想状态并

非指向君主对土地的绝对占有，而是喻指一种

“王者无外”的德性秩序，即以道德教化怀柔远

人，使天下万民共沐于文明礼序之下，而非依凭

强力进行种族歧视或地域隔绝。这种基于文化

认同的模式，超越了狭义的种族界限，经过现

代转化，为“主权平等”理念所蕴含的超越国家

大小、强弱而平等相待的伦理精神，提供了古老

而深刻的东方启示。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夷夏

之辨”实践机制，其辨别的标准绝非血缘或地

域，而是文化与道德，即“诸侯用夷礼则夷之，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是一种动态的、可塑的

文明观，否定了任何族群固有的、不可改变的优

越性或卑劣性，一切皆以是否践行“礼义”为判

准。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解构了基于实力与种

族的等级制观念，为所有政治实体，在古代是

部落、方国，在现代是民族国家，通过自身的文

化努力与道德实践赢得尊重与平等地位，奠定

了基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实践表明，

“主权平等”的种子早已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土

壤。可为“主权平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注

入超越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更具道德感

召力的文明内涵。它启示人们，真正的平等并非

源于力量的均势，而是源于对文明多样性的深

刻尊重与对共同伦理准则的普遍认同。当今全

球治理体系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可以从儒学

的“天下观”与“夷夏之辨”中获得丰富的文化

涵养：它应是一种承认差异、鼓励向善、共同演

进的文化、伦理上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法律、形

式上的平等。全球治理倡议所倡导的国际关系

民主化，正是旨在将这种富含文明底蕴的平等

观付诸实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包

容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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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法治”秩序内含丰富的“礼治”

精神

全球治理的有效运转，离不开一套为各国

所普遍认可并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全球治理

倡议强调“遵守国际法治”，要求全面践行联合

国宪章宗旨原则，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反

对“双重标准”。这一对规则之治的追求，与中

华文明数千年来依“礼”而治的秩序传统内在

相通。儒学所倡导的“礼治”精神，及其衍生出

的“正名”思想与“絜矩之道”，为“国际法治”

提供了超越西方法治观的、富含伦理意蕴的文

明资源，这种资源同样孕育并实践于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之中。

如前所述，“礼”在儒学体系中远非仅是礼

仪节文，其本质是一套涵括道德、习俗、制度在

内的综合性规范体系，旨在为社会提供“节民

心、定亲疏、决嫌疑、明是非”的秩序框架，即

《礼记》所言之“礼者，理也”[9]769。这与“国际

法治”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维护国际社会稳

定运行的规则依归，在功能上高度同构。在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中，“礼”正是

维系“一体”的核心纽带。这证明“礼”作为一种

规则体系，具有超越特定统治族群的普遍适用

性和权威性，正如国际法应超越强国意志，成

为各国普遍遵守的准绳。

为确保“礼”的权威与效力，儒家强调“正

名”，即要求名实相符、各安其分、各尽其责。

《论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

不成。”[11]150在国际层面，“正名”首先意味着对

《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及其所规

定的国家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尊重。它要求大国

尤其应恪守自身承诺，承担大国责任，而非依凭

实力将一国之私的“家规”妄称为国际规则，行

“双重标准”之实。这种“正名”思想，为批判

和抵制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霸凌行径提供了有力

的道德哲学武器。

儒家的“絜矩之道”——“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为国际法的制定与适用提供了根本的伦

理原则。它要求规则的适用必须具有对等性和

普遍性，自身不愿承受的规则或后果，绝不可

强加于人。这与“国际法治”所追求的“平等统

一适用”内核完全一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内部“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即尊重各民族

风俗习惯并在统一国家内为其保留适度自治空

间，正是“絜矩之道”在国内政治中的体现，它

启示国际关系的是，真正的规则之治必须包含

对差异性的尊重与包容。

由此，“国际法治”不应仅是冷冰冰的规

则集合，更应是一种蕴含“礼治”精神、充满伦

理关怀的秩序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

以延续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一种成功的秩序必

然建立在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规则体系之

上。当今全球治理，正需弘扬这种规则与伦理

并重的“礼治”精神，共同维护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

（三）“多边主义”路径与“和而不同”的辩

证智慧相贯通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践行多边主义”，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 观，加强团结协

作，反对单边主义。这一路径选择，与中华文

明“和而不同”的智慧深刻相通。纵观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巩固历程，其实质正

是在“和而不同”哲学指引下，成功践行一种

古老而成熟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的伟大实

践，为当今全球治理提供了历经数千年检验的

中国路径。

“和而不同”是儒学思想中关于差异性与

统一性辩证关系的核心哲学。“和实生物，同

则不继”[17]284，真正的和谐源于不同要素的创

造性结合，能孕育新生；而绝对的同一则会导

致停滞与衰亡。孔子将此理念应用于人际与邦

国交往，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11]158。这一思想为在全球治理中选择“多边

主义”路径提供了深厚哲学基础。它启示我们，

全球治理并非要消除国家间的差异，或强求价

值观与制度的单一化，而是要在承认并尊重多

样性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寻求互

利共赢的最大公约数，共同应对挑战。这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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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完全契合，其目标是“生

物”，即通过多边机制合作，产生于单独状态下

无法实现的和平与发展成果。

“践行多边主义”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源于

“和而不同”这一宇宙生生之道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成功，以雄辩的

事实证明了这条路径的生命力。它启示我们，面

对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任何

单边主义、霸权行径都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与

对立。真正的出路在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将

全球的“多元”差异转化为创造性合作的宝贵

资源，在“和”的进程中构建起更加公正合理、

包容普惠的全球治理“一体”新格局。当然，古

代的天下秩序与现代主权国家基础上的多边主

义有着本质区别，但“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

无疑为当代多边合作提供了重要文化资源。

（四）“以人为本”理念彰显了“民惟邦本”

的全球治理价值

全球治理的最终目的必须回归人本身，服

务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全 球治理倡议倡导

“以人为本”理念，强调全球治理应保障各国

人民共同参与、共享成果，更好应对共同挑战、

弥合发展鸿沟。这一深刻的价值主张，与中华文

明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血脉相连。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凝

聚力，正因其深刻体现了“民惟邦本”的治理智

慧，并为全球层面的“以人为本”提供了历经检

验的中国方案。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0]63是中华政治文

明最古老的信条。如前所述，儒学将其发展为系

统的“仁政”学说。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

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皆是将民众

的生存、发展与福祉置于政治考量的中心。这

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构建中，超越了单一民族利益的局限，升

华为对所有族群民生福祉的整体性关怀，成为

维系“一体”认同的情感与利益纽带。这是“民

本”思想在多元民族国家的创造性应用。

“仁政”学说进一步为“以人为本”注入了

主动作为的伦理责任。它要求治理者“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积极推行有利于民生福祉的政策。

将其投射至全球层面，“倡导以人为本”就意味

着高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伦理，要

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承担起弥合南

北发展鸿沟的共同责任。全球治理不能沦为维

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必须直面贫困、公

共卫生、气候变化等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致力于让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世界各国人

民。这与西方某些“选民政治”优先考虑本国短

期利益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一种更具

普遍性和超越性的道德视野。儒学“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在此转化为

推动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全球伦理实践。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本身就是

一部“以人为本”、追求共同发展的宏大叙事。

这种历史经验并非简单应用于全球治理，但它

证明：任何可持续的共同体秩序，都必须建立

在共同利益与民生改善之上。这为思考全球治

理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参照。这种以经济发展促

进社会整合、以民生改善巩固政 治统一的 模

式，为当今全球治理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真正的、可持续的“一体性”，必须建立在坚实

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必须让所有参与方都能

从“共同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它启

示我们，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其终极合

法性不在于维护少数国家的霸权，而在于能否

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全球治理倡议的以人为本思想，体现了“民

本”“仁政”理念在新时代的升华与国际表达，

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更强有力的、基于普遍道德

关怀的行动力量；设定了一个更高、更具人性本

质意义的价值目标——将人类的普遍生存、发

展与尊严，作为治理体系的深刻内涵。它也表明

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向更具包容性、更富有

人文关怀的全人类福祉的深刻转变。

（五）“行动导向”彰显“经世致用”的实

践智慧

任何伟大的理念若止步于理论构想，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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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于空谈。全球治理的革新尤为如此，其艰巨

性和复杂性要求必须秉持务实态度，付诸坚定

行动。全球治理倡议发出“注重行动导向”的

呼吁，强调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调动资

源、打造成果，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与碎片

化。这一鲜明的实践要求，与中华文明尤其是儒

学“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务实传统深度契

合。纵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与拓展

历程，其本质正是一部将“天下大同”“协和万

邦”的理想转化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与政

策实践的伟大历史。这种深植于文明的实践智

慧，为破解当前全球治理的“执行赤字”提供了

宝贵的中国经验。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的不是更

多的口号，而是能够提出系统方案，并以其强大

的执行力和资源调动能力推动方案落地的“行

动派”。“注重行动导向”就意味着全球治理不

能停留在原则宣言和框架构想上，而必须聚焦

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

生、贫困等问题上，并开展务实合作。

 

五、结语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成功的历史实践，

从文明延续性的维度，说明了全球治理倡议所

倡导路径的深厚 根基与深邃智慧。在此视域

下，可以给予全球治理的深刻启示是：对自身文

化特性的珍视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可辩证统

一，既珍视文化特性，又认同共同人性与普遍责

任；人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面临的

共同问题时，需要建立起一种以尊重文化多样

性为基础，以寻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方向的更

加包容性的文化认同，这应该成为全球治理的

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践，不仅是理

解民族关系的钥匙，更蕴含着处理全球文明间

关系的深邃智慧。费孝通指出，多元一体格局

是在中国文明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民族关系现

实和理想，这对于处理文化之间关系，同样也

是重要的。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指的

就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

立，指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

不同”的文化关系。[1]37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实践，反映着人类文明存续发展的规律，映现

着世界文明间关系“多元一体”的基本形态，从

历史文化的维度，为反思和超越亨廷顿所谓的

文明冲突论提供了参照，为我们认识处理世界

范围内的文明关系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全球化时代的“文明自觉”，要求每一种文

化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在深刻认知自身特质

的前提下，主动参与到全球文明对话中，基于

“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关系，强调对话协商、

过程正义、交流互鉴来重塑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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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and the Pluralistic-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lso on the Cultural Enlightenments of Its Historical Wisdom for Governance Oder

NIU Xiping
Abstract: Examin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Pluralistic-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acilitate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al wisdom 
embedded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for renovat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order. Rooted in the life wisdom and modes of existence accumula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long-
term historical practice, core notions of Confucianism had already germinated amid early-stage ethnic 
integration long before Confucius founded Confucian thought. From the cosmic vision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Confucianism gradually evolved an Ideological system centered on benevolence(Ren), 
Characterized by dialectical thinking such as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nd “central harmony fostering 
all beings”. throughout prolonged ethnic integration, it generated social-governance frameworks including 
the worldview of Tianxia (All-under-Heaven), great unifica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a and Yi (Sino-
barbarian distinction),benevolent rule, ritual governance, virtuous governance, and people-centered 
governance. The interplay of these frameworks ultimately gave rise to the pluralistic-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nother vital public good China offers to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draws nourishment from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s core ideas resonate 
with values distilled from the foregoing governance experience: “the king embraces all without exclusion”, 
joint governance by rites and law,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nd practical statecraft. This represent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isdom with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pluralistic-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tributes a reference framework of “pluralistic-integrated”to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reflecting the fundamental configuration of future world civilizations. It foster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order philosophically anchored in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premised on respect for cultural diversity, 
oriented toward consensus-building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verse civilizations. In-depth research into the universal 
laws of ethnic integration,soci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embodied in this civil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ts formative mechanisms can offer profound insights for the global governance order.

Keywords: Confucianism and Ethnic Relations; the Pluralistic-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ate Governan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Inter-civiliz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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